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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时代不同 ,文学的风貌各异 ,即便是同类题材的作品也大异其趣。从唐代到元

代 ,公案文学的发展既有外在表现形式的不同 ,又有内在特质的差异。大体而言 ,此期的公案

文学作品循着以下的发展路径:写作手法上由实写转向虚拟 ,关注焦点由精察转向公正 ,人物

刻画由能吏转向清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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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杂剧公案剧是公案文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由于元代的民族压迫和吏治弛坏 , 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的反抗 ,一种

希望的呼吁 ,导致具有政治批判意义的“公案”杂剧的繁荣。这也是元代公案剧不同于唐宋公案小说的显著特点。在这

一话语背景下 ,考察公案剧的写作手法 、关注焦点及人物刻画 , 就会发现公案剧与唐宋公案小说有着明显的不同。

一 、写作手法———由实写转向虚拟

唐宋文言公案小说多具有实录性质 ,追求真实;出于艺术需要 , 宋代白话公案小说开始虚构;元公案剧则依照本事 、

虚拟挪移 ,意在借古讽今 、借古喻今。

一般而言 ,文言公案小说用的是史家笔法 , 基本上按照社会生活中执法故事的原形原貌 , 稍事修饰渲染 , 一般不作夸

张变形和虚构幻造。唐代公案小说多描写当世的故事 , 具有时代特点。其主要表现为:(1)描写了一部分唐代宫廷大案 ,

如《法书要录》中《赚兰亭序》写唐太宗李世民窃取王羲之书法典范《兰亭序》之事 , 《纪闻·裴伷先》写武则天残酷迫害李

氏宗室及李唐旧臣之事 ,《大唐新语·王皇后》写武则天迫害王皇后之事等等。(2)本朝文人如郭正一 、颜真卿 、赵涓 、李

德裕 、李夷简 、孟简等作为故事主人公大量出现在公案故事中。(3)唐代已开述时事谈掌故的风气 ,一批公案故事在唐代

确有其事 ,这些公案小说有足采择以补史乘之缺的可贵资料。宋代专门纪录“公案”的笔记著作 ,其编纂不是出于文学的

自觉 ,而是出于指导司法实践的实用目的。和凝 、和山蒙 的《疑狱集》 ,郑克的《折狱龟鉴》 , 桂万荣《棠阴比事》和宋慈《洗

冤集录》等 , 其资料多取自《后汉书》至《唐书》的史书传记及当时现实案例。另有散见于《太平广记》 、《醉翁谈录》 、《绿窗

新话》 、《涑水记闻》 、《梦溪笔谈》 、《夷坚志》 、《齐东野语》等笔记野史中的公案小说 , 其取材与公案笔记专著一样 , 既有各

种书籍的记录 ,同时又有时事 , 但以时事为主。总体来说 , 宋代作家偏重写实 , 面向人生 , 注目于现实世界。流风所及 ,

“宋代小说家注重史才 , 追求实录 ,讲究情理 , 比较注意生活的逻辑” [ 1](第 415 页)。

伴随着文化重心下移 、作为民间叙事的白话公案小说(话本)逐渐崛起。话本作为平头百姓通过通俗文学讲述自己

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接受的一种方式 ,它的基本性格是民间性的 ,其叙事充满想象和虚构 , 而不是官方学者所醉心的“事事

能够对号入座”的历史叙事方式。为了吸引更多听众 , 话本必须摆脱笔记粗陈梗概式的简洁写法 , 增加更多的文学因素 ,

使情节更加曲折动人 、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等。

郑振铎《元代公案剧产生的原因及特质》认为:“宋代的`公案传奇' ,只不过是一种新闻 ,只不过是说来满足听众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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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心的 ,至多也只是说来作为一种教训的工具的。在其间 ,我们只见到情节的变幻 , 结构的离奇 , 犯罪者的狡猾 , 公差们

的精细。”并说“元代公案剧的写作是带着一腔悲愤 , 要借古人的酒杯以浇自己的块垒的 , 所以把古人的公案故事写得更

为有声有色 ,加入了不少的幻想的成分进去。”粗略地看 , 元杂剧也有取材史料的兴趣 , 以公案剧中的包公戏为例 , 据考

证 ,《蝴蝶梦》本事出自东汉刘向所编《列女传》卷五《齐义继母》 , 《灰阑记》的本事出自东汉应劭《风俗通》 , 《盆儿鬼》出自

元遗山《续夷坚志》卷四《王生报冤》 ,《神奴儿》的情节出自干宝《搜神记》卷十六《苏娥黄泉告状》 , 《留鞋记》出自刘义庆

《幽明录·买粉儿》 ,《张千替杀妻》与唐人沈亚之《沈下贤文集》记载的《冯燕传》相似。但公案剧与公案小说对史料的处

理方式已有很大分别。公案小说处理史料 ,要么采取再现式 , 务求故事之真(文言公案), 要么采取渲染式 , 务求故事生动

(白话公案)。元杂剧仅以史料作为一个由头 ,一个背景 , 一个借以展开故事 、塑造人物 、表达观念的载体。 王国维曾经指

出:“(元剧)关目之拙劣 ,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 ,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 ,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 , 与时代之情

状 ,而真挚之理 , 与秀杰之气 ,时流露于其间。” [ 2](第 98 页)其实 , 元剧仅仅是借这些故事的“壳”表达民间对社会及历史

的一种观察 ,一种集体记忆 , 一种思想 、情感 、愿望 ,它所追求的是情感真实 ,并不以再现历史真实和营造生动曲折的故事

为旨归。就像包公戏的本事尽管出自不同朝代 ,但都收于包拯的名下 ,元杂剧将人物 、时间 、地点 、情节改头换面 ,意在收

到雪里芭蕉之效。

深入考察公案剧题材来源 ,我们发现除取诸史书外, 更多公案剧题材来自民间传说以及话本等讲唱文学。在写作技巧

上, 作家们通常采取模糊年代或者演述古事的叙事策略 ,假托朝代 , 隐晦事实 , 其实际用意在于以叙述古事讽刺今人 , 用前

朝的官宦来反映元朝的高压极权 ,使现实和理想得到统一 ,从而表现一定的主题。拟古的方式是文学对抗政治高压的常用

策略 , 元杂剧也不例外。《元史·刑法志》三有“诸妄撰词曲 , 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 , 同法第四有:“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

流” 。《元典章》七五 ,刑部十九“杂禁条”说 ,世祖 、武宗 、仁宗各朝都有禁唱词话 、禁唱货郎、禁集众赛社等法令。这些禁令

对元杂剧特别是反映社会不平和具有暴露性的公案剧的创作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不触犯禁忌 ,避免对执政者正

面的攻击 ,元杂剧用包拯 、王翛然 、张鼎 、李圭 、张商英这一类人物充任断案官 ,以挪移 、附会之法 , 将元代所特有的法制问题

蕴含其中 ,比如《窦娥冤》 、《罗李郎》中提到的“羊羔儿利” ,《蝴蝶梦》中提到的“盗马贼” ,《货郎旦》提到的“欺侵窝脱银”等等。

元杂剧表面上似乎在讲历史故事 ,但实则反映当下生活 ,实则虚之 ,虚则实之 ,虚实相生的方式很好地保持了作品的批判锋

芒和斗争精神 ,元杂剧也因社会批判性与政治批判性成为著名的控诉文本 ,成为千古独绝之文字。

二 、关注焦点———由精察转向公正

在关注焦点上 ,唐宋文言公案小说重点关注的是精察 ,宋白话公案小说关注重心作案本身和冤案 , 元杂剧更关心社

会公正。

唐宋文言公案小说将叙述重心放在表现执法者的司法才能方面。唐人文言公案小说对丰富的断案手法津津乐道 ,

计有推理法 、据证法 、用谲法 、刑侦追踪等。这些小说案情复杂 、破案高明 、结撰精美 、堪称绝妙。宋初和凝 、和山蒙父子

的《疑狱集》 、郑克的《折狱龟鉴》 、桂万荣《棠阴比事》的用意本来就是编集前人的判案故事 ,为后人提供司法借鉴。《太平

广记》 、《醉翁谈录》 、《绿窗新话》 、《夷坚志》等书中的公案小说 , 也主要突出官员如何运用智能破案。《太平广记》甚至干

脆将公案小说列入“精察”类。

“京师老郎”们在欣赏情趣 、关注重心上与文人的自我讴歌大异其趣。他们以说话为生 ,必须迎合满足市井细民的欣

赏习惯 、欣赏情趣与审美特性。这促成了公案文学发展轨迹的变化 , 也促使公案文学关注重心的转移 。在话本中 ,公案

文学的内容已发生某些新变:一 、重案情轻审断。小说以具体案情为叙写重点 , 官员断案的比重渐少 ,受害者和作案者成

为作品的主人公 ,断案官降到次要地位。如《合同文字记》中包拯只是“取两纸合同一看 , 大怒 ,将老刘收监问罪” ,断案的

叙述就此了了几笔。小野四平说:“宋代的公案小说 ,与其说是以描写特定的裁判乃至裁判官为特色的所谓裁判小说或

侦探小说 ,毋宁说作为取材于裁判事件的人情小说的性质更为强烈。” [ 3] (第 224 页)这一论断正道出了宋代公案小说关

注重心的转移。二 、话本中出现了一股描写冤案的风潮 ,表现了民众对司法现实的关注及对法律制度的反思。随着法律

知识的普及 ,人们对司法公正与否倾注了更多热情。《错斩崔宁》 、《错下书》 、《错认尸》 、《错勘赃》等公案小说都写到了冤

案 ,它们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昏聩颟顸的封建官吏。

元杂剧虽然开始了文人写剧的时代 ,但公案剧在内在精神上继承了宋代白话小说的特点 ,其重心不在“制谜”与“揭

谜” , 对破案过程并不特别在意 ,相反 , 冤狱问题 、社会公正问题却一再被提出来。这一特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综观元杂剧公案剧 ,只有《魔合罗》 、《勘头巾》 、《陈州粜米》 、《灰阑记》等剧目是通过断案官的主观努力破案的。

相当一部分公案剧 ,如《鸳鸯被》 、《杀狗劝夫》 、《合汗衫》 、《救风尘》 、《潇湘雨》 、《神奴儿》 、《盆儿鬼》 、《荐福碑》 、《酷寒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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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上皇》等 ,断案不是剧作的主要情节 , 断案官也不是剧作的主要人物 , 他们只是作为象征司法权力而存在 , 他们往往出

现在第四折 ,此时案件也因为与断案官毫不相干的因素的介入已经水落石出 , 断案官只要宣判结果即可。此类剧作 , 正

义的实现依赖偶尔的机缘而非司法者的努力 , 其主旨显然另有所指 ,并不在于歌颂执法者的才能与品质。

(二)唐宋文言小说中极力描写的各类断案术在元杂剧中虽有所体现 , 但元杂剧中即使是清官的断案手段也有着很

强的非技术化倾向 ,最明显的莫过于对刑讯的态度。元代法律规定:必须依法拷讯 , 不得辄加拷掠 , 严禁惨毒刑具 ,滥施

酷刑。元杂剧中对酷刑也进行过控诉 ,如《魔合罗》中的张鼎说“人命事关天关地 , 非同小可。古人云:系狱之囚 , 日胜三

秋 ,外则身苦 , 内则心忧 ,或笞或杖 , 或徒或流。掌刑君子 ,当以审求 , 赏罚国之大柄 ,喜怒人之常情。勿因喜而增赏 ,勿以

怒而加刑。喜而增赏 ,犹恐追悔 , 怒而加刑 ,人命何辜。这的是霜降始知节妇苦 , 雪飞方表窦娥冤。”《救孝子》剧中的王翛

然也说“囚人如锅内之水 , 祇候人比着柴薪 ,令史比着锅盖 , 怎当他柴薪爨炙 , 锅中水被这盖定 ,滚滚沸沸 , 不能出气 ,蒸成

珠儿 ,在那锅盖上滴下 , 就与那囚人衔着冤枉滴泪一般。”但这种反思既不是从制度层面控诉刑讯的不人道 ,也不是从技

术层面否定刑讯之不可行[4](第 333 页),而仅仅是断案官所认定的好人被打时所表现的恻隐之心 , 一旦认为被告有罪 ,

清官同样使用严刑逼供。彭镜禧说 ,“包公无疑和贪官奉行同样的司法哲学 , 他对利用刑讯逼供 , 没有表现出丝毫不

安。” [ 5](第 148 页)清官用起刑来并不比贪官仁慈多少 ,如:宣称 “从来三尺贵持平 ,莫把愚民苦用刑”(《留鞋记》)的包拯

“下脑箍 , 使拶子” , 不分青红皂白将人“打的来皮开肉绽损肌肤 , 鲜血模糊 , 恰浑似活地狱”(《蝴蝶梦》);声称“勿因喜而增

赏 ,勿以怒而加刑”的张鼎在仅仅认为高山有犯罪嫌疑的情况下就吩咐差人将他“一步一棍打来” ;《杀狗劝夫》中王翛然

审孙大一上场就说“这桩事不打不招 , 左右 ,拿这大的下去 , 好生打者” 。这是一种典型的重结果轻程序的观念 , 虽然目的

并不能证明手段的合理性 ,正义的获得因为手段的不正义而变得暧昧可疑 , 但也不难看出 ,元公案剧对刑侦技术的关注

的确不如唐宋文言公案那样强烈了。其次 ,元剧中正直的司法者总是本能地站在受害者一边 ,他仿佛无需审理 , 一眼就

能识别出谁是罪犯 、谁是受害者。在最极端形式中 , 他们甚至能根据生活经验 , 单凭人的相貌就可判断被告是否有罪。

(三)元杂剧中一部分作品 ,描写的诉讼事件本身并不复杂 ,甚至个中是非曲直常常是简单明了的 , 只要官吏清廉 、正

直 ,就不难作出正确的判断。困难倒是在于一些权豪势要的权势很大 ,大到足以震慑审判者 , 而官吏们又过于贪酷 ,接受

贿赂而不问是非。清官们面临的问题是愿不愿执法和敢不敢执法的问题。如《延安府》 、《鲁斋郎》 、《生金阁》 、《蝴蝶梦》

等剧。

(四)大部分公案剧的情节都选择了“受冤-洗冤”的情节模式 , 从这一点上说 ,元杂剧继承了话本对冤案关注的特

点。元剧中冤案的形成不仅因为断案官的昏聩无能和任意用刑 ,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司法者的故意颠倒黑白和权贵的草

菅人命。如何确保司法公正成为民众关心的一个重点 , 元剧作者将怀疑指向了法律与法律制度本身。在元剧中 ,先秦两

汉时期涉案描写中经常被问及的问题再一次被提了出来:国法对位高权重的皇亲国戚是否适用? 《蝴蝶梦》中的王婆说:

“使不着国戚皇亲 、金枝玉叶;便是他龙孙帝子 , 打杀人要吃官司。”该剧一反传统雅文学中普通百姓面对权豪势要的欺凌

而忍气吞声的软弱形象 ,赋予王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制观念和反抗精神。这种精神在处决鲁斋郎 、庞衙内 、白

衙内等花花太岁时也有所表现 ,这种观念与法家“法不阿贵” 、“刑过不避大臣 , 赏善不遗匹夫”的思想又有相似之处。元

杂剧毕竟主要表现的是平民大众朴素的法律意识 , 一旦认识到皇帝不可期 , 清官只是凤毛麟角 , 他们只好越过法律去惩

罚罪恶 ,就像《酷寒亭》一剧中 , 李公弼依法判郑嵩流放 ,而恶人仍逍遥法外 ,此时 ,绿林豪杰宋彬出现 ,杀死与郑嵩后妻通

奸的高成。在百姓的眼中 ,善有善报 , 恶有恶报 ,只有杀死高成 , 正义才能实现 , 至于法律外的暴力能否见容于官方的思

想已经不再重要。因此 ,从对正义的渴望及为之付出的努力来看 ,元杂剧表现的是结果本位观 , 这一点与刑求一样 ,为了

实现正义可以不择手段 ,唐宋文言公案小说津津乐道的破案术已退居其次。

三 、人物刻画———由能吏转向清官

随着关注焦点的转变 ,公案剧对断案官的刻画由唐宋公案小说中侧重于“能干”向侧重于“清廉”转变 , 也就是说 , 唐

宋公案小说更重视刻画司法者的执法才能 ,而元剧更加突出司法者的道德品质。

在唐宋公案小说里 ,司法者的道德品质如何以及应该如何作品中鲜有描写。以唐宋公案小说中著名的断案者苏无

名 、蒋恒 、赵和 、张楚金 、刘崇龟 、《杀妻者》中的从事等为例 , 他们折狱定谳能力非同一般 ,断案技术高出常人。但检遍文

本 ,对断案者的道德品质却没有只言片语的描写。有研究者也泛称这些断案官为“清官循吏” [ 6](第 18 页)。这种提法或

是出于作者自己的理解或是出于其它历史材料的记载 , 就公案小说文本本身来说 ,实际上并没有传达出断案者是“奉职

循理”的循吏还是“清正廉洁”的清官的信息。

而元杂剧在控诉贪赃枉法官吏“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窦娥冤》)、“真一片害人心 ,勒掯了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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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缘。 ……冒去国俸 ,滥取人钱”(《鲁斋郎》)、“都是些吃仓廒的鼠耗 ,咂脓血的苍蝇”(《陈州粜米》)、“你只要钱财 ,全不

顾百姓每贫穷一味的刻”(《陈州粜米》)的同时 , 已明确地提出期盼清官出来主持正义 、重整人伦 、维持社会秩序。《神奴

儿》中李阿陈被冤后说“天哪 ,谁与我做主也” ,悲愤过后 , 她“凭着我纸儿写着这一一的犯由 , 怀儿里揣着这重重的痛苦 ,

只待他包龙图来到南衙府 ,拼的个接马头一气儿叫道有二千屈。”《灰阑记》中张海棠被下牢后唱道:“则您那官吏每忒狠

毒 ,将我这百姓每忒凌虐 , 葫芦提点纸将我罪名招 ,我这里哭哭啼啼告天天又高 ,几时节昐的个清官到来!”《陈州粜米》中

赞包拯“清廉正直 , 不爱民财。一日三顿 ,则吃那落解粥” ,老忄敝古也要小忄敝古“拣一个清耿耿明朗朗的官人每告整 , 和

那害民的贼徒折证。”《救孝子》中李夫人唱道“你休道俺泼婆婆无告处 , 也须有清耿耿的赛龙图” ,《合同文字记》中称赞

“幸遇清官 , 明镜高照” ,“清耿耿水一似 , 明朗朗镜不如” 。《留鞋记》中包拯自称“老夫廉能清正 , 奉公守法。”《盆儿鬼》中

他也自诩“老夫秉性正直 , 历任廉能 ,有十分为国之心 , 无半点于家之念。”不仅包拯如此 , 元杂剧中对其他正面意义上的

断案官也突出一个“清”字。《杀狗劝夫》中的王翛然自诩“正直公廉不爱财 , 掌管西曹御史台 , 讼庭无事清如水。单把负

屈衔冤人放入来。”《绯衣梦》中钱可自称“平日正直公平 , 节操坚刚 ,剖决如流 , 并无冤枉” , 《勘头巾》中通过完颜府尹之口

道出张鼎的品质———“河南府有个能吏张鼎 , 刀笔上虽则是个狠喽罗 , 却与百姓每水米无交。”《延安府》中的李圭自称“我

则待要守清廉播一个万古留名誉” 。清官的职业道德标准是什么? 后世归纳出刚直不阿 、铁面无私 、清正廉法 、忠君体民

等诸多方面 ,这些固然是清官所特有的品质。但在元杂剧中 ,清官乃是作为贪官的对立面出现的 , 试看杂剧《陈州粜米》

对贪官的描述:“坐着个爱钞的寿官厅 , 面糊盆里专磨镜” , 而对清官的描述则是:“做官的要钱便糊涂 ,不要钱方清正” 。

可见 ,元剧认为清官最基本的素质或曰最低道德限度乃是———不贪财。

事实上 ,对断案官个人品质的要求在先秦就有了 ,《尚书》云:“非佞折狱 , 惟良折狱” , 即已经从良与佞的对比中作出

了选择;《周礼·天官·冢宰》说:“以听官府之六计 , 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 , 二曰廉能 , 三曰廉敬 ,四曰廉政 , 五曰廉洁 ,

六曰廉辨” 。廉乃是对官员的基本要求 ,善 、能 、敬 、政 、洁 、辨都是由廉派生出来的。孟子曾以“清”形诸人品 ,称伯夷是

“天下之清也” ,“故闻伯夷之风者 ,顽夫廉 , 懦夫有立志” [ 7](第 221 页)。后世《晋书·何遵传》 、《梁书 ·张率传》 、《梁书 ·

刘季连传》 、《北史·景穆十二王传》等均以“清”为标准衡之于官。

“清廉”这一为官从政最基本的标准为什么在元剧中得到特别强调?

社会反映论者认为 ,元杂剧对清官的呼唤是因为元朝官员道德约束松弛 ,贪赃枉法比历朝更甚。元朝从开国伊始就

为后来贪赃枉法的腐败埋下了祸根 ,导致官吏贪而无艺 、欲而无厌 ,其贪污腐化的行径足以令历代官僚叹为观止。蒙古

统治者进入中原之初 ,将帅 、大臣没有固定的俸禄 ,而以直接“劫掠”为取得财富的主要手段。另外 ,还随意向人民索要财

物 ,强逼人民贡献“人事” , 称为“撒花” [ 8](第 214 页)。忽必烈即位诏书也说:“开国以来 ,庶事草创 , 既无俸禄以养廉 , 故

纵贿赂而为蠹。凡事撒花等物 ,无非取给于民 , 名为己财 ,实为官物 , 取百散一 ,长盗滋奸。若不尽更 ,为害非细。”元代后

期 ,吏治更趋腐败 , 社会更趋黑暗。陶宗仪记载了这样的民谣:“奉使来时惊天动地 , 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

地 ,百姓却啼天哭地。”叶子奇《草木子》说:“元朝末年 , 官贪吏污 , 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 , 其问人讨钱 ,

各有名目 ,所属始参曰拜见钱 , 无事白要曰撒花钱 ,逢节曰追节钱 , 生辰曰生日钱 ,管事而索曰常例钱 ,送迎曰人情钱 , 勾

追曰赍发钱 ,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 ,除得州美曰好地分 , 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这

一吏治状况导致的结果必然是贪污成风 、冤狱成灾。《元史·成宗纪》载:仅是大德三年(1299 年)一次就发现赃吏 1.8

万余人 ,赃银近 4.6 万锭 , 冤狱 500余件 。

不平则鸣。公案剧以漫画夸张的手法刻画了大量的赃官墨吏。如《窦娥冤》中桃杌毫不讳言地自报家门:“我做官人

胜别人 ,告状来的要金银 , 若是上司当刷卷 ,在家推病不出门” ,当他看见原告扭着被告前来告状 ,即刻下跪 ,口称“请起” ,

祇候觉得惊讶 ,就问:“相公 , 他是告状的 ,怎生跪着他?”桃杌却坦然地说:“你不知道 ,但来告状的 , 就是我衣食父母。”《灰

阑记》中苏顺自称“虽则居官 ,律令不晓 , 但要白银 ,官司便了” ,他与赵令史相互勾结 ,贪赃枉法 , 他说:“今后断事我嗔 , 也

不管他原告事虚真 ,笞杖徒流凭你问 , 只要得的钱财做两分分。”《神奴儿》中县令理讼断狱是“水面打一和 , 糊涂成一片” ,

下属宋令史自称“表字赃皮” ,“萧何律令不曾精 ,才听上司来刷卷 , 登时唬得肚中痛” ,他有一段歪解“令史”的言论:“你道

怎么唤做令史? 只因官人要钱 ,得百姓们的使 , 外郎要钱 ,得官人们的使 , 因此唤作令史。”当原告李德义到厅诉讼之时 ,

宋赃皮本想来个下马威 ,但李德义作出贿赠银子的手势之际 , 他马上心领神会 , 说道:“你那两个指头瘸? ……” , 与此同

时态度为之一变 ,“罗织这文书 ,全不问实与虚” ,结果将清白无辜的李阿陈屈打成招。可以想见 ,当罪犯同一个腐败贪婪

的法官相勾结时 ,受害者的处境只可能加倍地恶化。同时 ,在法律诉讼活动中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铜臭味 ,一旦百姓与

官司沾了边 ,首先想到的便是钱。《蝴蝶梦》王氏兄弟为父报仇 ,打死权豪势要葛彪卷入诉讼 , 他们马上意识到:“这事少

不得要吃官司 ,只是咱家没有钱 , 使些什么?”《灰阑记》中张海棠诉说:“有钱的容易了 ,无钱的怎打熬!”不仅主审官员 、助

手(如书吏)贪赃枉法 ,甚至连牢头狱卒也伸手要钱。《灰阑记》中张海棠被屈打成招之后 ,押送她的衙役在途中也向她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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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钱物:“肚中饥饿了 ,有什么盘缠使用 , 也拿出些来 ,等我们买碗酒吃 ,好趱路去。”《蝴蝶梦》包公的长随张千向被告母亲

索要钱物 ,他说:“灯油钱也无 , 冤苦钱也无 ,俺吃着死囚的衣饭 ,有钞将些来使。”既然司法者充满了铜臭味 ,那么法律的

天平必然在金钱的作用下严重倾斜———有财者胜 ,无财者负。面对这样腐败黑暗的吏治 ,身负冤屈而又无处哭告的小民

百姓 ,他们唯的一希望就是祈盼清官而别无出路。

随着封建社会法制进程的深入 ,民众法律意识逐渐觉醒也是清官进入公案剧的文化动因。宋代 ,在统治者的倡导和

督促下 ,士大夫学律习令蔚然成风 , 由于法律知识的普及 ,人们开始考察法律制度的具体执行情况 、发现其弊端并最终选

择以官员的道德所长弥补由体制产生的弊病。段宝林指出:“从清官产生和流传的时间来看 , 清官一词 , 与包公关系甚

大 ,似乎可以说是包公清官故事流传之后而盛行的。” [ 9](第 5 页)至少到了宋代 ,“清”已经构成为官作吏者必须予以重视

的首要政治准则。“宽泛一点讲 , 清官意识的流行大约是宋元之间。” [ 10](第 44 页)金元时期的诗人元好问《薛明府去思

口号》曰“能吏寻常见 ,公廉第一难。只从明府到 , 人信有清官。”此诗成为清官意识流行的一个信号。在此诗里 , 作者有

意将能吏与清官进行对此 ,意在说明清官难得 。刘敏中为好友贾彦明作《菩萨蛮》 ,词末云:“吾人垂泪叹 , 遇客回头看 , 谁

不爱清官 ,清官似又难。”清官文化的核心是民本政治 , 面向大众的元杂剧选择清官作为司法者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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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ppearance of li terary is different w ith various times , even in the w o rks that have

the same topic.The Gongan lite rature of T ang Dynasty to Yuan Dynasty dif fers in so many

characteristics , f rom forms to contents.In a brief , the Gongan li terature o f this period develops

fo llow ing the certain path ———f rom realistic to imaginativ e(style), f rom detect to justice(focus), f rom

talent of ficial to qingguan(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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